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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modes of human relations, David Miller put forward the plural principles 

of social justice, which were challenged by globalism and multiculturalism. The globalism criticized 

that there is collision between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social justice, while the multiculturalism 

criticized that there is collision between community cultures between consensuses on justice. With 

regard to these challenges, David Miller responded actively. On one hand, He proved that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is compatible with the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onsensuses on justice within the 

scope of nation are possible, and on the other hand, he defined a national principle as the foundation 

of justice theory between globalism and multiculturalism. However, because of his negatively treating 

multiculturalism, taking the nationality for the sole presupposition and restricting within the domestic 

justice of nation, his theory of justice should be rev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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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理论与文化多元主义之间 

——戴维·米勒多元正义理论中的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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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戴维·米勒根据人类关系模式提出了多元的社会正义原则，但这种观点却遭到了全球

化理论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挑战。它们分别以经济效率与社会正义之间的矛盾关系、社群文化

与正义共识的矛盾关系为理由，否定社会正义的可能性。针对挑战，一方面，米勒一一予以

回应，证明经济效率与社会正义是相容的，民族范围内的正义共识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试

图介于两派之间，确立一种民族性原则以作为其正义理论的根基。但是，由于米勒过于消极

看待文化多元主义，偏颇地将民族性当作实现正义理论的唯一条件，并局限于民族范围的国

内正义，所以他的理论尚待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戴维·米勒；民族性原则；多元社会正义；全球化理论；文化多元主义 

1. 前言 

社会正义理论有无可能？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戴维·米勒试图糅合各派观点，从人类关

系模式理论出发，论证社会正义的可能性。然而，正如全球化论者和文化多元主义者看到的，

当今日益加剧的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主义发展趋势带来了社会正义环境的复杂变化。这对

原有的社会正义理论产生冲击，并引起了米勒的担忧，不得不重新认真考量新的环境下社会

正义可能性问题，为其寻找到稳固的理论立足点。他问道：“我们是不是在目睹着当代社会中

的—在民族的边界之内和之外的—变化，他们宣告社会正义时代的终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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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化理论与多元正义 

全球化理论中的极端全球化论者认为，世界自由市场条件下，以资源再分配为核心观念

的社会正义与经济效率存在矛盾，前者阻碍了后者。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资本和劳

动力等生产要素逐渐突破国家的界限，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通，经济关系演化成为一

种超越国际的“自由契约模式”1。在这种模式下，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依赖于全球市场，民族

的边界遭逐步消解，原本在社会正义分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国家权力遭到弱化。因此，除

了依赖于以应得为核心原则的市场自发调节能力，国家很难利用行政手段来调节资源的再分

配过程。因为后种方法势必会造成投资成本的增加和生产要素的外流或撤出，不利于经济的

发展和效率的提高。 

针对这种极端的观点，米勒反驳道：“我们需要表明的是社会正义和经济效率不会以全球

论者的假定方式相冲突。”[1](314)他从正义的四个不同的表现形式即平等的公民身份、精英管理

的正义、以需要为基础的正义以及实质的平等四个方面逐一加以剖析。首先，公民身份的平

等原则与经济效率不是对立的，而前者恰恰是后者的前提条件。一方面，它承认公民基本政

治权利，允许人们在经济交往中自由选择，有利于激发经济活力；另一方面，它也是自由民

主制度的重要特征，是维持社会稳定与和平的必要条件，对投资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米勒

断言：“没有理由认为资产持有人应当选择把他们的资产投放到不保证其成员的充分的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体制中去。”[1](308) 

其次，精英管理的正义完全以“经济人”和单纯的经济合理性计算为前提是值得存疑的。

在这种社会中，对于一般个人而言，他们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天赋和才能，并按照贡献的

大小来获得应得。对于投资者，他们期望所投放的资本能够与最有生产能力的劳动力相结合，

从而得到最大化利益的回报。但是，这个结论会受到某种实际情况的限制，因为不同的利益

追求和思考角度会导致人们在选择国家的问题存在分歧。米勒得出结论说：“在处于精英管理

的正义的体制中的企业会有利于全球化的竞争这一命题和这种企业的业主或经理必定支持精

英管理这一命题之间存在一条鸿沟。”[1](315) 

再次，以需要为基础的正义与经济效率也是相容的。在米勒看来，需要原则可以解释为

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相对体面、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其以精英管理理念与需要原则的结合为原

则，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比如，要使员工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公司就要必须为员工提供必

要的住房、像样的医疗条件、保育事业机构等基本需要。因此，基本需要的满足是一种“生

产性投资”，而不是“经济包袱”或“纯粹的经济成本”。 

第四，经济全球化与实质性平等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矛盾关系。米勒认为，尽管经济不

平等程度的不断拉大已然成为绝大多数自由民主国家面临的问题，但其主要原因却不仅仅在

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实际上，国家内部的制度、实践和社

会规范的变迁也是造成经济巨大不平等的重要原因。所以，实质性平等的实现不能以否定经

济全球化的方式为前提，也不可诉诸德沃金主张的自愿式的资源拍卖方式，而应转而在现有

全球化条件下积极寻求发挥民族国家在资源分配中的调节作用。 

3. 文化多元主义与正义共识 

激进的文化多元主义者认为，现存国家内部出现民族文化的碎片化现象，各种群体如宗

教群体、族群、有性别或性别取向定义的群体逐渐兴起，坚持独立的文化认同和承认诉求，

并呼吁建立一种与主流文化群体相对等的平等关系。它主要从三个方面对社会正义进行诘难。

第一，社会以诸如语言、族群或宗教的文化界线出现剧烈分化，正义分配的区域发生改变即

从政治群体转换成文化群体，脱离了原有民族国家的界线。第二，由于社会道德的碎片化，

                                                           

1 参见J.D.Davidson and W. Rees-Mogg, The Sovereign Individual: The coming Economic Revolution: How to Survive 

and Prosper In It[J],Basingstoke:Macmillan,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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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式的社会正义观念的“重叠共识”无法达成。2第三，在文化多元的社会中，物质分配

的重要性锐减，而文化承认及平等地位的诉求取而代之。 

关于第一个诘难，米勒认为，虽文化、道德的碎片化趋势愈加明显，但民族国家仍然作

为分配正义的首要区域。纵观各种类型社会，我们会发现存在着无数的社群种类，职业、阶

级、地方、性取向、族群等多种亚群体并存。从个人认同的角度来看，它们是混合交叉的，

人们可隶属于多个不同的文化社群。但当作出政治价值判断时，人们往往会不断地切换自身

角色，选择更高层次、更加开放的民族认同以克服多重角色之间的冲突。 

就第二个诘难而言，米勒指出，民族的差异确实可能导致人们对正义的理解差异，但是

诸如族性、阶级、性别等亚文化群体的差异并不一定会在抽象层次上产生正义原则的实质性

分歧。在思考分配问题时，人们要超越情境性，诉诸由民族所认同的共同内在价值及其所赋

予的民族责任，达成更广泛的社会正义共识。米勒指出，即使在一个被社会阶级或宗教教旨

严格划分的社会中，正义共识与群体划分之间也不存在明显的张力，而只是在现实的观感上

有所区别。研究表明，族群的文化背景对社会正义的影响并不大，它们在对程序正义的规范

性偏好上出现高度的趋同性，而这个事实恰恰说明了社会正义共识是可能的。 

其实，与社会正义的共识能否达成的问题相比，米勒更担心“承认政治”理论所质疑的

关于正义分配对象的界定问题。他认为，分配正义的实行与平等政治地位的诉求应是并行不

悖的。米勒引入了协商民主原则和民族性原则，以作为化解悖论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他强

调承认社群文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主张开放社群认同，并在此基础上达成政治妥协与调和。 

4. 多元正义之根基：民族性原则 

民族是由特定地域联系的人们所组成、具有独特文化、认同并共享某种信念而结合在一

起的伦理共同体。米勒认为，民族性具有共享性、延续性和责任性的特征，而这些特征蕴含

了正义感和民族责任感，成为建构多元正义的理论基础。 

米勒视民族性为多元正义原则的前提条件。一方面，民族性使得正义原则的多元性是可

能的。民族作为一种广泛意义的联合体，它蕴含了多种不同的狭义的社会关系模式，从不同

的关系模式出发，我们可以相应适用不同社会的正义原则。另一方面，正义原则建立于民族

共同体的基础之上，后者为前者提供理解社会关系和判断正义价值的共享背景。例如，需要

原则要依赖于人们对特定生活所共享的道德标准；平等原则则要依赖于规定公民权利、义务

的民族成员身份；应得原则也要依据民族共同体所追求的总体目标。 

但以特殊主义为显著特征的民族性与以不偏不倚的普遍主义为理论追求的正义理论如何

在逻辑上形成一致呢？为此，米勒从伦理普遍主义和伦理特殊主义的关系入手，论证特殊主

义的合理性。首先，试图通过“偏颇性”衡量两者对立关系的做法是错误的。普遍主义看起

来具有非偏颇性，但它依据具体的情境获得道德意义。特殊主义也要求人们在公认的规则和

程序范围内不偏不倚地对待其他成员，而超出这种范围的差别对待行为并不构成偏颇。其次，

普遍主义用以证明民族性原则的两大策略—“自愿创造”策略和“有用的传统”策略
3
是有问

题的。它们将复杂的社会关系过分抽象化，忽视了民族的道德重要性。其三，米勒认为，民

族身份和文化具有伦理学意义，它决定了人们对正义分配的对象—权利和义务的理解。民族

性特殊主义是个人认同和社会正义形成的强有力的来源，促使共同体的道德义务更加稳固。 

至此，我们已阐述了米勒的民族观念及其与正义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根据米勒的观点，

民族性所包含的共同的文化纽带、政治认同以及成员身份等要素都是社会正义观念形成的基

础。为了进一步说明民族性的重要道德意义，米勒又从伦理普遍主义和伦理特殊主义及其关

                                                           

2 引自米勒：《社会正义原则》[M]，应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0页。 

3 第一种策略是指将民族描述为人们能够加入的志愿组织，然后通过论证与其相连的特殊权利和义务而得以证明

的方法。第二种策略是指因自然亲近和管理方便而将救助的义务指定分配给某个特定的群体或个人的方法。关

于以上两种策略的讨论，参见米勒：《论民族》[M]，刘曙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59页—第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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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角度出发，为民族特殊主义作理论辩护。 

5. 米勒面临的几个挑战 

米勒的观点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一方面，他批评了全球化论者关于经济全球化与社会

正义相冲突的观点和文化多元主义关于文化差异必定转化成正义分歧的观点。另一方面，他

提出的多元正义原则和民族性原则既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伦理特殊主义与伦理普遍主义之间

的矛盾。但是，他的理论及论证过程有很多不足之处。 

首先，在对文化多元主义进行批评分析时，米勒的理论立场不够中立。米勒从他所预设

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把文化多元主义的碎片化效应当成冲击民族文化整体性的威胁，将两

者完全对立起来，否定前种理论的合理性，为自身作辩护。由于缺少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

米勒的论证必然陷入了循环论证的不利境地。与之相对，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倒在承认合

理多元论事实的前提下借助于“重叠共识”的方法为社会正义作论证，更加中立地理解正义

与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故具有更强的理论借鉴意义。4 

其次，米勒的社会正义理论显现出一定的保守性。他证明了经济全球化与社会正义的相

容关系，对全球化理论的批评和多元正义理论的辩护都很有道理。但是，他却低估了全球化

理论的积极意义。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他应合理地吸收全球化理论，将正义理论的重心从

国内转向世界，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源再分配问题。虽然在后来他转向了关于全球正义理

论的研究，但仍然执着于具有民族性特征的国内正义理论，坚持社会正义优先于全球正义的

立场，没有合理地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 

第三，民族性原则并非是决定社会正义范围的唯一条件。根据米勒的观点，民族性具有

重要的道德价值，为社会正义观念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这种观点并不是论证民族

性作为社会正义理论的唯一根基的充分理由。除了共享的民族文化之外，契约式的社会关系

也可以成为社会正义观念的理论基础。在一些理论家看来，民族性反而成为建构全球正义理

论的障碍，更不用说其能否作为决定正义范围的唯一条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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